刘士林：“太湖五州”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中国古代城市兴衰规律
太湖流域是江南地区的心脏，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摇篮之一。其中的苏州、杭州、常州、湖州等，不仅代表江南区域文明和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，也是当下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圈层。
一段时间以来，人们对太湖流域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，提出“八府一州”“江南十府”等概念。实际上，这个江南城市的空间格局虽然成熟、定型于明清时期，但也经历了漫长的孕育、生长和积累过程。这里，仅以唐代江南城市为“切片”，为江南区域和城市史补写一章，也为长三角城市群追寻一段历史记忆。
「拓展与丰富“八府一州”」
说“江南好”，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争议。但如果问“什么是江南”，事情就复杂起来了。不要说思想、文化、精神、气质等飘忽不定的方面，就连江南的地理空间有多大、哪个城市属于江南等，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。但这又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。如果连一个确切的地理范围都没办法确定，其他的一切又从何谈起？
关于江南的空间范围，历史上有多种界说：大可大到“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”，小则小到明清时代的“太湖流域经济区”。后者以“八府一州”为代表，即特指明清时期的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应天（江宁）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八府及太仓州。这个“小江南”的面积，约为4.3万平方公里。
大体上，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多种“江南”，但它们本质上是不稳定、不成熟和不完整的。只有到了明清时期的“八府一州”，不仅圈定了古代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，还在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确立了主体地位。这是其他相关地理单元、行政区划等无法“喧宾夺主”的。
当然，与“八府一州”在交通、人口、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一些城市，如宁波和绍兴、扬州和徽州等，也应当受到重视。为此，有必要引入“江南城市群”的概念，对“八府一州”的范围、内涵进行必要的拓展与丰富。这一界定与《吴越春秋》中首次出现的“江南”概念，即主要指东周时吴、越等诸侯国所在的区域最为接近。
由此，以“八府一州”和“江南城市群”为核心空间的江南，可视为在经历从“吴越诸侯国领地”到“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”漫长扩张演化之后的回归。这既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，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肯定。
「深厚地基与绵长文脉」
正如西方谚语所说：“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。”像这样一个孕育于史前时代（良渚古城）并最终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地理核心与文化灵魂的“江南城市群”，当然也有着漫长和曲折的演化发展过程。
其中，唐代江南城市是一个重要的、特别需要关注的形态。甚至可以说，明清“八府一州”在大唐初步长成、英姿勃勃。
由于唐代江南的行政空间大于“八府一州”，因此二者所包含的城市不尽相同。一般来说，唐代江南城市可确定为两浙路城市，主要包括苏州、湖州、常州、润州、杭州、越州、婺州。可见，明清时期的“八府一州”，只有苏州、杭州、湖州、常州、润州在唐代被列入江南城市范畴。这说明，苏州、杭州、湖州、常州、润州是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，即不管行政区划怎么改变，它们的核心地位稳如磐石。
这五个城市的联系非常密切，共同之处很多，甚至包括它们的得名，也都是在隋初区域行政机构调整中同时获得的。
在唐代的“太湖五州”中，排第一的当属苏州。先后做过杭州、苏州地方官的白居易说：“浙右列郡，吴郡为大。”又说：“江南诸州，苏最为大。”
韦应物在《登重玄寺阁》中写道：“始见吴都大，十里郁苍苍。山川表明丽，湖海吞大荒。合沓臻水陆，骈阗会四方。俗繁节又暄，雨顺物亦康。禽鱼各翔泳，草木遍芬芳。”
苏州的“大”，不仅指人口和经济体量，也包括人才和文化方面。《吴地记》记载，唐武德七年，管县七，“两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”，以至于时有“人稠过扬府，坊闹半长安”之说。
以进士人数为例，唐代苏州进士约有50位，包括顾胤、陆象先、陆璪、朱子奢、董思恭、张旭、史德义、顾况、归崇敬、归融、沈既济、沈传师、沈询、杨发、杨涉、于公著、陆质、顾少连、顾师邕、陆龟蒙、陆贽、徐岱、张镒等。这个数量居南方各州之首，其中的张旭、陆龟蒙等更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。
自古繁华的杭州此时稍稍逊色，但仍可与苏州并列为唐代江南地区的双核城市。隋唐大运河开通前，杭州在江南地区的地位相对不高。杭州成为“州”一级的行政机构，也是隋开皇九年灭陈之后的事情。
但此后杭州的发展一发不可收，迅速繁荣起来。隋代的杭州已出现“商贾并凑”的景象；唐代的杭州“咽喉吴越，势雄江海”，已成为“骈樯二十里，开肆三万室”的东南名郡。
行政地位的确立，商业经济的发达，直接带动了文化的繁荣。统计显示，唐代杭州共产出进士16人，包括制科及第者3人、常科进士10人、明经进士3人。其中，就有写了“天下三分明月夜”的诗人徐凝等。
湖州、润州和常州也是唐代的江南名郡，如湖州的丝织业、制茶业，润州的漕运，常州的丝、麻织和造纸业等。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是，“茶圣”陆羽的《茶经》就是在湖州撰写的。
就人才而言，唐代的湖州是诗人孟郊、钱起的故乡，也出了姚元崇、沈君谅、姚璹三位宰相；唐代的润州是诗人王昌龄、戴叔伦、许浑的故乡，写过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唐代宰相李绅也是润州人；唐代的常州则出了徐仁纪、刘胤之、高智周、秦景通等17位进士。
以苏杭为双核，以吴越为腹地，以唐代“太湖五州”为骨架的唐代江南城市，不仅奠定了“八府一州”的基本构架，还成为“江南城市群”的深厚地基和绵长文脉。
把唐代“太湖五州”与明清“江南城市群”联系起来，为梳理江南区域文明、文化演化确立了两大历史支点，也把当今长三角城市群的历史文脉向前延伸了数百年，是必要的、重要的。
「繁荣繁华保持千年」
唐代以前，最发达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，尤以中原地区为群星荟萃之地。但不幸的是，那些曾经高度繁荣兴盛的城市，一度被战争摧毁了。
举世无双的汉代都城长安，就直接毁灭于魏晋南北朝的连年战乱。在最低谷的时候“户不盈百”，与一个普通的小村庄相差无几。
同样一度毁灭于战火的还有洛阳。公元547年，东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“重览洛阳”，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：“城郭崩毁，宫室倾覆，寺观灰烬，庙塔丘墟。墙被蒿艾，巷罗荆棘。野兽穴于荒阶，山鸟巢于庭树。”他触景生情、百感交集，决定写一部书把当年洛阳之盛记录下来，于是就有了《洛阳伽蓝记》。
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。百般悲惨、万方多难的安史之乱，引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，所谓“天下衣冠士庶，避地东吴，永嘉南迁，未盛于此”。
大诗人李白写道：“三川北虏乱如麻，四海南奔似永嘉。”这不是诗人的虚构或想象。在邹逸麟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理概述》中，就讲到元和年间的苏州人口比天宝年间增加了30%。在史念海先生的《中国的河山》中，则把“中原乱离，人口大量南迁”看作唐代第一大城市扬州“蒸蒸日上，如日之中天”的直接原因。
人口转移，不仅是数量和空间上的变化，也包含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的全盘转移。这本身就是古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重要特征。
唐代城市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，即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以中原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兴衰规律。城市的兴与衰、发展和停顿，不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，也不可避免地要相互转化。但在一定意义上，唐代的江南城市打破了这个铁律，并把自身的繁荣繁华保持了千年。
其间，尽管也有战争的影响，如两宋末年、元初、清初、太平天国等，江南城市不同程度受到重创。但与其他一些古都不同，以苏州、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很快就能治愈创伤并“满血复活”，表现出超强的韧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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